
论晚清立宪中的内在矛盾

金 欣 

    内容摘要：

    本文基于对晚清立宪中清廷的改革措施、社会思想、民间动员的梳理和分

析，揭示晚清立宪中存在的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而这些内在矛盾都是现代

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清廷希望通过政治改革一步达到民族国

家的最高治理形式— 宪政，必然导致立宪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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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

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 《山海经·海外北经》

    宪法界定人民授予政府的权力，并以此种方式限制政府的权力。任何超越

此界限行使权力的政府行为，都构成“无权利之权力”。

    — 托马斯·潘恩

    引 论

    1840年的鸦片战争，清王朝大败。1842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
港，开通五处为通商口岸，西人正式打开了清王朝的大门。中国传统帝制下的

   清华大学法学院法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叶然、刘猛、康家听先后通读了全文并提出

修改意见，特致谢意！



官僚统治被搅乱，面对内忧外患之局势，时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1}

    在平定洪杨之乱后，“通过整肃士气和经世致用来恢复传统秩序”{2}的自

强运动，并没有改变清王朝衰亡的命运。洪杨内乱时期，又有八国联军占领北

京，咸丰避难热河。1894年战败于日本，1895年败于法国，打破了自强运动“中
体西用”的强国梦。这时的清王朝上上下下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彻底惊醒。

知识人、官僚阶层甚至皇帝和皇太后都认为要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因此有了

一伙不懂政治的读书人和一个无权的皇帝发动的维新运动。

    百日维新昙花一现，庚子拳乱爆发，西太后利用拳乱争夺政权，惹得西人联

军再次进京。《辛丑条约》的耻辱，使清廷更加感到维新变法的必要。1900年8

月20日，尚在逃亡中的慈禧发布上谕罪己。朝廷次年在西安重建以后，发布改

革诏书。于是就有了与戊戌维新内容雷同的“新政”。因为清廷对维新运动的

否定与对维新人士的迫害，不管是官员还是民间，对此“新政”均反应冷淡。

    面对国家危机，1904年日俄战争中小国日本战胜了大国俄国，被时人视为

立宪优于专制之表现。因此国人更觉政治改革急切而必要，一时间立宪乃国家

强盛之道成了全国上下的共识。多名大臣提议实行立宪政治，变法图强。慈禧

太后顺势降诏，表示要进行立宪。同年7月，清廷决定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
等赴东西洋考察政治。

    1905年7月，五大臣的第一次行程为革命党的炸弹所阻。12月，他们才浩
浩荡荡上路。1906年，清廷发布“预备仿行宪政”上谕，预备立宪开始。此后，

全国上下虽有不少关于立宪的政治活动和社会运动，可惜宪政只具雏形，便被

1911年武昌的炮火打断。到1912年清帝退位，晚清的君主立宪运动便完全结
束。

    宪政这东西并非中国固有之物，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确实是一件破天荒的

创举”{3}，因为立宪是要引进一个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政体完全不同的新政

{1}郭廷以：“中国近代化的延误”，载氏著：《近代中国的变局》，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年版。

{2}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计秋枫、朱庆葆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

版，第261页。

{3}荆知仁：《中国立宪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69页。



体。具体来说，所谓宪政（constitutionalism)，是指发源于古代罗马，{4}形成于

17世纪到18世纪英国的一种政治实践，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最高法— 宪法

的事先约定，规定政府组织结构及其治理和政治活动的框架，依此来规范政治

权力的运行，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所以宪政要求所有的国家法律及

其解释都符合宪法的文字与精神，所有的国家机构都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行

使权力。{5}

    宪政是人类社会对于较好政制和政治合法性的不懈追求中，不断筛选、淘

汰的产物，诚如彭怀恩所论：

    就社会变迁的观点，人类社会是从神圣（sacred)到世俗（secular)，从身份

( status）到契约（contract）的发展历程，对权力持有人的限制也是从神权观念

逐步走向理性化。基于此，宪法史可视为政治人之寻求加诸权力持有人所行使

的绝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努力使权力运作在道德上或伦理上合法化，代替过去

代代相承的习俗、规范。所以，宪法的实质意义不在于是否为成文的法律文件，

而是其是否具备对政府权力运作的限制{6}。

    故用斯科特 ·戈登的话来说宪政（立宪）就是：“是指对政治权力的行使施

加限制的一种政治制度”{7}。在宪政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保护个人自

由和产权为基础，以民主、法治、分权制衡、司法独立等为手段，以为每个人创造

“追求幸福的机会”的社会为目的的现代政治体制。

{4}[美]麦基文：《宪政古今》，翟小波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第30

页。

{5}关于“宪政”的论述主要参考：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

一章第五节；陈瑞洪：“宪政初论”，载《比较法研究》1992年第4期；华尔特·墨菲：“宪政主

义”，张千帆译，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秋季号；Niclas Berggren and Nils Karlson,

Constitutionalism, Division of Power and Transaction Costs, Public Choice, Vol. 117，No. 1 /2

（Oct.，2003)。

{6}彭怀恩：“宪法与法制：世界性考察”，载郑宇硕、罗金义编：《政治学新论：西方理论

与中国经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7}[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应奇、陈丽微等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



    对清王朝来说，虽然“有关宪政之思想，早在道光朝即已启蒙”，{8}但在有
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华帝国，“宪政”这个外来之物想要开花结果却非易事。

不仅如此，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中倾心于宪政者，上下求索：争于

议场，辩于法庭，呼于街头，甚至流血牺牲。宪法草案写出了不少，会议开了无

数，著作出了百千。可惜时至今日，“宪政”仍然未在我中华大地上的大部分地

区扎根结果。这不能不反思百年前中国宪章的起步— 晚清立宪的得失，或许

从这些得失之处就可窥见中华民族宪政道路艰难曲折的某些原因所在。

    关于晚清立宪之实质与其失败之原因，有多种不同的观点。{9}本文提出晚
清立宪中的“内在矛盾”，之外化致使立宪失败。所谓晚清立宪中的“内在矛

盾”，意指政治和社会中所潜存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一直就存在，阻碍着立宪

的进展，辛亥革命不过是这种矛盾的外化。故本文立足于宪政理论和思想史，

对晚清立宪中存在的内在矛盾进行讨论，希望能对君主立宪在中国失败之原因

提出一孔之见。

    一、立宪与皇权的矛盾

    宪政是基于权力的分离与制衡，来防止权力的专断。在立宪的国家里，公

民享有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这些基本自由，法律和政府行为都不能剥

{8}荆知仁书，第三章第一节。

{9}对晚清立宪，通常的观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立宪不过是清廷欺骗民众，缓

解革命压力的手段；另一类认为，清廷确有立宪的意愿，不过因为种种原因的阻碍（比如文

化，改革措施的失误等），最终失败。前者如：李剑农称之为“虚伪的立宪招牌”，氏著：《中国

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张晋藩等称之为“骗局”，张晋藩、杨

堪、鲁柏：《旧中国反动政府制宪丑史》，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版。后者如：荆知仁书，第

168～171页；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257页。

以笔者之见，自古何朝何国，统治阶层都不愿意看到限制其权力的变法、立宪成功。试

想哪个人、哪个阶层愿意放弃自己所拥有的专权？但形势比人强，常常是不得不改，不能不

改。统治阶层为了能保持自己的权力，又迫于下层的压力，只得放言要变。下层也就顺水推

舟，假戏真做，变将开来。统治阶级当然会阻碍、打压，下层继续斗争，双方你来我往，长此以

往，半推半就，也就弄假成真了。宪政秩序就这样搞成了。



夺。故“所谓宪政之目的，在使法治代替人治，欲藉宪法限制当权者之专暴，而

为个人权利任保护之责也”，{10}因此立宪政府（宪政）常常与专制政府相对。

    但萨托利有言：“所有国家都有一部‘宪法’，只有某些国家是‘宪政’国

家”，{11}宪政不仅要有宪法，更要使宪法运转起来，才能起到规范实际政治的作

用。故所谓立宪就是制定宪法，然后使宪法运作起来，保护公民权利，规范、限
制政府权力行使。

    审视晚清立宪之过程，我们会发现参与者对立宪和宪政的理解并不是基于

对权力的限制和人权的保障。他们更着眼于立宪会给国家带来富强、维持清朝

的统治。驻法公使孙宝琦在上政务处请立宪书中，首先称庚子以来变法并未

“除壅蔽”，后说：

    欲求以除壅蔽，则各国之立宪政体洵可效法。夫日本之有变法而强，故朝

野之所共知也，⋯⋯明治六年确定为立宪政体，至二十二年始发布宪法，于是军

民上下一心，遂成巩固不摇之势。欧洲各国除俄与土耳其外，皆为立宪之国，而

尤以英德之宪法为最完备，此英德两国所以能俯视列强，巩成大国也。⋯⋯不

立政体，则民气涣散，国势日危弱者被兼，乱者被取。{12}

    时敏报在《立宪法议》中说：

    泰西各国几绝专制之影迹，以故国无论大小，莫不立宪法，设议院，以图议
国事，能用和众议，聚众谋，而日臻富强⋯⋯中国苟能立宪法，其利益岂浅鲜哉。

其一能使上下相通⋯⋯其次能使民教调和⋯⋯又此能事筹款易于措置⋯⋯此

数利者皆就其小者言，若夫其大者，‘则能公是公非，万人一心，上下同德。以守
则固，以战则克，以谋内政，足矣泯偏私之见，以谋外交，足以堵贿赂之源⋯⋯中

国而不欲兴也则已，中国而果欲兴也，舍立宪法其曷以哉{13}。

    在当时的知识阶层看来，立宪就必然能使国家强盛。故日俄战争后，国人

以为那不仅仅是日俄之战，而是立宪与专制之战，《东方杂志》称日本：

    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

{10}费巩：《比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11}[美]萨托利：“宪政疏议”，毛寿龙译，载刘军宁等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6页。

{12}转引自荆知仁书，第90 ～91页。

{13}同上注，第92页。



为无因之果。{14}

    夫文明之国，无不制定宪法，以维持与军民上下之间，一以顺舆情之正，一

以图社稷之安。无论君主、民主，皆以宪法为立国之要素。故其国民合德，上下

一心，国乌得而不富强。{15}

    不久，1905年，端方与出国考察宪政的四大臣回国后，在第二次奏请宣布立

宪奏章中说：

    以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相位旦夕

可迁，君位万世不改；一曰外患渐轻⋯⋯一 曰内乱可弥⋯⋯{16}。

    基于舆论的宣传和地方大臣的压力，慈禧曾在阅读张謇刻印送给她的日本

宪法后，都不无感慨地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17}又言：“立宪一事，可

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巩固，而外在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后，若果无伤

害，则必决意实行”{18}。

    从以上引文，不难看出，清廷对于立宪的理解重点在两方面：首先，立宪的

主要目的是富强，企图通过立宪增强实力抵御外来的侵略。立宪过程中不可触

碰的底线是皇权。其次，宪政可使全国上下齐心，最终能巩固清王朝的统治，维

持君权。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就是基于这两个目的而制定的。

    在清廷祈求用立宪达到的两个目的中，前者与宪政有关，宪政对经济会有

促进作用，但这样的促进作用只能是在宪政秩序稳定地建立以后。根据杨小凯

等人的研究，“至少出于两个原因，从旧体制到新宪政秩序的转轨对经济发展可

{14}转引自荆知仁书，第92页。

{15}“论中国立宪之要义”，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

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941～942页。作者同时称：“欲立宪，

必有所以维持宪法成为辅车之势者，则议院为要焉。⋯⋯宪法之立，以国民公认为准，故必

有代表国民者而会议决定之，乃可以颁行国中无滞碍难行之弊。宪法、议院二者，不能相离，

各立宪国无不皆然。”同书，第 942 ～ 943页，这也能看出清廷和民间对立宪理解的侧重点之

不同。

{16}转引自荆知仁书，第101页。

{17}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139页。

{18}宋教仁：“清太后之宪政谈”，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第二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0页。



能具有短期的负面效应。第一，转轨必须面对众所周知的一个两难冲突：用来

保护所有人的权利的强有力的国家暴力和此暴力合法性之间的两难冲

突。⋯⋯第二，建立起参与者对游戏规则的信任要花很长时间。在转轨期间，

当游戏规则的改变发生时，新规则的缺乏可信性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对经济发

展有负面影响。”{19}故立宪并不能立即促进经济发展，而宪政对国家力量的增

强与经济一样，也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

    对后者来说，可以分为两方面：实行宪政确实可以使“国家能力”增强。但

同时却会使“国家权力”减弱。{20}古今立宪的本旨皆在于分权、限制权力，因为

“运行良好的政治制度需要明确的分权”{21}。立宪必然会使“国家权力”减弱，

国家的压制能力随之减弱，政府权力和君权减小。君主立宪是一种妥协方式。

要立宪，君主又不想下台，两者达成妥协，来个宪政与君主共存的君主立宪，君

主权力减少或者干脆虚位，这才能把宪政搞成。故立宪与增加政府权力、君权，

二者不可兼得。因此，清廷立宪之目的与宪政的本质是矛盾的。

    基于上文所述的两个目的，清廷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只列君上大权，纯

为日本宪法的副本，无一不与之相同”{22}。日本《明治宪法》是一个具有“反民
主要素”、“神权主义君主制色彩极强的宪法”{23}。此时的日本实行的也并不是

实质意义上的宪政，顶多只能算开明专制。日本从《明治宪法》能走到实质意义

的宪政，是因为传统政体下的官僚国家，在转型时期，一定的国家权力或政府权

{19}Jeffrey Sachs、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载《经济学》（季刊）（第二

卷）（第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62页。

{20}关于“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及二者与宪政分权之间的关系，参见李强：“国家

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载香港《中国书评》1998年2月；李强：“宪政自由主义与国家构

建”，载《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1}Niclas Berggren and Nils Karlson文。

{22}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8页。对《钦

定宪法大纲》和《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详细比较见高旺：《清末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

为中心》，中国社会学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203页。

{23}[日]芦部信喜：《宪法》（第3版），林来梵、凌维慈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版，第17～18页。



威的维持（不能是绝对的专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整个政治改革的有序进

行。{24}所以处理好立宪和皇权的矛盾，能在二者之间达成平衡— 既要分权，

又不能使维持政局的权威崩溃— 是立宪成功的关键。

    晚清的问题在于，慈禧死后，唯一能稳定大局的政治人物只有袁世凯。但

慈禧指定的接班人摄政王载沣一上台就将袁世凯免职。载沣是个平庸无能的

传统官僚，历史把这个关键时期的关键职位交给他，他却无能力面对。他首先

做的是巩固自己的权力，对有能力之人百般排挤，大大降低了清廷对政局的维

持力度。{25}再加上各省势力的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清廷的控制，{26}使清廷对

全国的控制力大大减小，再没有能力维持住政局，来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

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或民众却可能乘机揭竿而起推翻清王朝。清廷的统治最终

被革命和分裂颠覆。

    二、民族意识与“异族”君主的矛盾

    君主立宪之为一种政治改革，而不是革命，它的前提是在基本保持当今政

治框架的情况下，进行整治体制的重组。这是一个权力博弈和妥协的过程，它

要求民众和政治人物对当下政治统治有基本认同，这样才会有博弈的空间。参

与者（立宪的推动者）并不是要求彻底的改朝换代，而要通过立宪对当下的政治

权力进行重新分化和分配，让更多的阶层参与政治，而促使政治具有合法性与

合理性，从而维护民众的权益。晚清立宪中，清廷是异族统治，所以民众和知识

分子缺乏对满清政府的政治认同。革命派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进行大肆宣传。

    中国历史上，虽有“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春

秋》）之说，但中原汉民族的统治和文化无疑被认为是不可辩驳的正统。边远民

族长期统治中原地区，仅有元朝和清朝，汉人在心理上对少数民族始终保持着
一种文化的优越感。明亡以后，清人入关，明室遗老多抱种族思想，{27}或退隐，

{24}[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三章：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

{25}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43～252页。

{26}李剑农书，第9页。

{2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十九章，第2～3节。



或力图谋反，民间多有“反清复明”秘密组织。满族统治者的暴戾也让汉人心惊

胆战，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汉人心中留下巨大伤痕。
    康乾两朝，虽是所谓的盛世，但文字狱的泛滥也让汉族知识人噤若寒蝉。

清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也给予一定的认可，以各种手段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但

歧视始终没有消除。知识人或醉心于考据，或走上沽名钓誉的科举之途。在清

廷的压制与笼络之下，民间借古讽今的政论并未消失，{28}这些政论对满人的统

治进行了抨击，种下了种族主义与反清思想的种子。

    基于以上原因，虽有满人的高压统治，终未能消灭民间秘密活动的反清复

明组织。只是在清廷能够对社会实施有效的控制时，这些组织无法大规模活

动。但自托克维尔以来，许多学者都意识到，一个非常专制的国家里一般不会

发生革命；但是一旦国家为了应对国际竞争或国内压力，不得不放松或改变其
既有的政治控制方式时，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或革命就可能爆发。{29}这些反清组

织一直保持组织活动，只要清廷的压制减小，有一定的运动空间，满汉的矛盾就

会被公开提出，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将在所难免。再加上清政府极度腐败，满人

占据高位却颟预无能，各级官员贪污成风，人民生活困苦，{30}这些更加大了汉人

对满人的仇视。在这样的形势下，面对君主立宪的设计，如何处理清帝的位置

很是棘手。而在中国搞君主立宪竟要保持一个“异族”皇帝，这一方案对在不论

文化还是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汉族来说很难接受。

    章太炎的种族民族主义颇有代表性。在《正仇满论》中他说：

    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屠刽之惨，焚

掠之酷，钳束之工，聚剑之巧，往事已矣，其可以仇视者，亦姑一切置之。而就观

今日之满人，则固制汉不足亡汉有余，载其砦窳，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今

满人之阘茸者，进不知政，退不知农商，睢盱榛狉状若鹿豕，唯赖宗师米禄以为

养；而一二桀黠者，则一切取吾汉人之善政而颠倒更张之，一切取吾汉人之贤俊

{28}萧公权书，第二十章，第1节，特别是第607～612页；萧一山：《清史大纲》，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章，特别是第40～45页。

{29}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章；[美]

斯科克波：《国家与社会革命》，皇冠图书1998年版，第一部分；亨廷顿书，第五章。

{30}荆知仁书，第一章第二节。



而芟薙鉏刈之。{31}

    故在章太炎看来，作为少数民族的满人统治着汉人，但他们却昏庸无能，使

国家腐败落后，人民所以仇满。而推翻满人政权不是传统的王朝更替，是一场

种族革命，是汉人集体恢复荣誉的一次复仇行为{32}。
    这种种族的民族主义伴随着革命派势力的发展而愈激烈。1895年，由孙中

山领导的兴中会在香港成立，加入兴中会的誓词首先是：“驱除鞑虏，恢复中

华”，然后才是“创立和众政府”。{33}可见种族问题，重于新政府的建设。革命

党汪精卫说的更绝对，如果清廷这个异族统治推行的立宪不成功，那就证明满

人没有改革的诚意；如果成功，那就意味着满人要继续奴役汉族人民。故无论

立宪成功与否，汉人都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只有彻底的“排满革命”，中国才有

出路{34}。
    1903年《苏报》刊出青年邹容的《革命军》攻击清廷，支持革命。5月由上海

的大同书局出版单行本，“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殆尽”。{35}这位自称“革命马

前卒”的青年在该文中用极其夸张的语气称：

    ⋯⋯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

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36}。

    他更在第二章“革命之原因”中痛陈满人统治汉人之不公：

    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贱族、贼满洲人而为

君，而我方求富求贵，摇尾乞怜，三跪九叩首，酣嬉浓浸于其下，不知自耻，不知

{31}章太炎：“正仇满论”，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94 ～95页。原刊《国民报》，第四期。

{32}章太炎：“革命道德说”，载《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章太炎：“定复仇之是非”，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

{33}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中华书局 1960年版，第14页。

{34}汪兆铭：“民族的国民”，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生

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

{35}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6页。

{36}邹容：“革命军”，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51页。



自悟。⋯⋯世界只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之理，愚顽人服从聪明人之理，使贼满

洲人而多数也，则仅五百万人，尚不及一州县之众，使贼满州人而聪明也，则有

目不识丁之亲王、大臣，唱京调二黄之将军。都统，三百年中，虽有一二聪明特

达之人，要告为吾教化所陶熔化。{37}

    为了能平等、幸福，必须革命：

    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

力，以驱除凌辱我之贼满人，压制我之贼满人，屠杀我之贼满人，奸淫我之贼满

人，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

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38}。

    这就是当时革命派所宣传的种族革命论。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驱除鞑

虏，恢复中华”仍是三民主义第一条“民族主义”主要内容。革命派创办《民报》

和主张立宪的梁启超论战。胡汉民在《民报六大主义》一文中称：

    倾复现今之恶劣政府此造端之事业也。以吾多数优养之民族，籍制于少数

恶劣民族之下，彼不为我同化，而强我同化于彼，以言其理则不顺，以言其势则

不久，是故排满者，为独立计，为救亡计也。以满人创汉之深，故两皆称界必不

能平。{39}
    革命派宣传的重点在于：满人统治汉人是耻辱，为了雪耻，必须推翻；另一

方面，清廷腐败无能，为了使国家强盛，必须推翻清王朝。在革命派的鼓吹之

下，民间的汉族种族意识日益增强，民众对清廷腐败无能的不满更加强烈。人

们的危机感越来越强，在对清廷不满的同时，面对清廷的许诺，要求立宪的愿望

越来越强烈，“立宪思潮随着内忧外患的深化，随着民族危机的尖锐化，而不断

走向激进化”{40}。 一旦清廷的权威人物死去，对民间的压制降低，革命将不可

阻挡。

    宪政秩序的建立是要构造一种宪法下的政治认同，在此政治认同下将不同

{37}邹容：“革命军”，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53～654页。

{38}同上注，第665页。

{39}转引自萧公权书，第783页。

{40}萧功秦：“中国激进宪政思潮的起源”，载《宪政与中国》，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4页。



的政治观点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宪政体制内，但民族认同的危机内在地阻碍了这

种政治认同的形成。如果民众没有对国族的认同，王权与社会之间的妥协无法

达成，君主立宪就很难搞起来。

    这种自上而下的君主立宪与民族意识的矛盾，使得立宪得不到民众的认同

和支持，革命话语反倒更能激起汉族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认同，直至清廷崩

溃。

    三、改良与革命的矛盾

    立宪的历程是一个政治改革的过程，它是从传统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向现

代合法的宪政体制转变的政治转型。在中国语境来说，这个过程就是改良，而

非革命。这个艰巨的转型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较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

如何处理好改良和民间的革命浪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改革力度过大，

就等于给了革命运动活动的空间，改良就可能被革命葬送。而对晚清来说，立

足于改良的立宪派，他们往往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面对晚清腐败的政局，他们

虽然极力为改良辩护，但激进的言辞与思想往往助长着革命思潮的传播。最关

键的还在于，在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联合宣传与鼓动之下，人们一旦对改良失望，

就会立即转向革命。

    在晚清立宪过程中，清廷对革命力量及民间力量的错误估计和各种改革措

施的失误，都减弱了改良的合法性。比如，最终搞出来个皇族内阁，这恰好给了

民间的政治动员机会，也给了革命派进行革命活动的借口。

    无能的摄政王载沣为了排挤袁世凯，大批提拔了北洋系新军中的日本留学

生作为军队领导。这些留学生大多都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以后成了推翻清

王朝的力量之一。{41}在清廷立宪进行的同时，全国各地出现了农民起义，同盟

会在南方各地的多次军事活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也产生了较大影响。{42}一部分
拥护清廷的人，也开始从对清廷立宪的诚意产生怀疑，走向对改革本身的怀疑。

{41}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军事改革”，载《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北京大学出版

社 1998年版。

{42}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2～758页；

关于同盟会的早期活动，参见李剑农书，第240～245页。



这时革命思潮就很容易占据人们的思想。

    立宪初期，在民间报纸和知识阶层的宣传下，政府和民间都对立宪抱有憧

憬。对立宪寄予过大的希望，一旦不能实现，人们的思想的落差就很大，这往往

能导致激进的革命思想和行为。预备立宪后，清廷对于宪政的实施很不满意，

各地谘议局又多次与当地巡抚发生冲突，最后发展到敦促清廷开国会的请愿风

潮与弹劾军机。这些事件在几百年来说一不二的清王朝内部看来，都是很难接

受的，因此他们对立宪还是有很大警惕。

    革命派将其宣传的重点放在革命的必要性上。他们并不是不支持立宪，在

他们看来如果不进行革命，将无法立宪。革命派汪精卫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

认为参考世界各国历史，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革命和种族革命，就不能立宪。

故“中国苟欲立宪，舍革命外，更无他策”。{43}
    对立宪派来说，他们开国会的诉求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重视，一些官员常

常专横跋扈对待谘议局。后来清王朝搞出个皇族内阁，立宪派对清政府立宪的

诚意越来越怀疑。再加上民族认同的矛盾，对改革失望的人，渐渐倾向于革命。

四川名士蒲殿俊，在进京向清廷建言不被采纳后说：“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
他法”。{44}这样的分化最后使立宪派内部也产生了分裂。

    这种转变从梁启超身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梁启超的思想中本有革命的原

质，{44}在早期在同革命派辩论的过程中，他认为“政治革命为救国之唯一手

段”，{46}但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到了后期，面对立宪的艰难和清廷的无能颟预，

梁启超的言论变得激烈异常。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但对清廷的腐败又直言不

讳，并激烈地批评，“他对于清政府痛恨极了的话，不知不觉替革命党张目”{47}。

在与汤叡对谈的长文《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中他说：

    “我国民未尝有事弱于人也⋯⋯徒以今之恶政府为之梗，我国民不并力以

{43}汪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载《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

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年版，第402～403页。

{44}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60页。

{45}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三、四章。

{46}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载《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

二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37页。

{47}李剑农书，第222～224页。



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无论建何政策，立何法制，徒以益其弊而自

取荼毒。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有不劳

吾民之枝枝节节以用其力者矣。”{48}
    立宪派的核心人物梁任公思想有如此大的转变，当时知识界的转变可见一

斑。此时，革命已不再是过去的洪水猛兽，它似乎成了解决中国问题唯一的一

剂良药。

    再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说，儒家文化中自古有“革命”的传统，{49}“王侯将

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这种传统革命话语虽然只是给王朝更替的合法

性做了辩护，并不是号召底层人民直接反抗统治者，但却能给王朝更替以天命

转移的正当性。政制的合法性来自于顺天的革命，“政统”往往能转换为“道

统”。那么革命推翻清廷，怎么不可以？

    晚清，当此国政危机、人心凋敝的时刻，在儒家知识熏陶下的清王朝臣民心

中，正是需要改变的顺天革命的时机，也是圣人登场的时候：“有了圣人之心，必

感人世不完美，遂起改天换地的革命之心”{50}。由此，在形势上，革命必须；在

道义上，革命合理；地方官员和民间对改革几乎完全失望，各地官员又都手握一

定兵权。一时间，革命家、野心家、假圣人一齐登场，怎能不把清王朝闹个底朝

天？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开国会请愿活动对主张改革的立宪派的影响。皇族

内阁倒台后，继而是三次全国性的请开国会的运动。三次请愿的结果只是得了

清王朝一纸缩短预备年限的谕旨，大部分立宪派人士的君宪美梦已醒。张朋园

先生分析道：

    立宪派人士在告各省同志书中说：“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

力短，言之痛心。”他们并不满意于情愿的结果。从整个立宪运动看来，请愿是

失败的。⋯⋯但清廷的应．付，一纸缩短预备年限的上谕，虽然不能安抚住全部

立宪派，而一部分人士却表示了满意。浙江、江苏、贵州三省认为相差三年已算

{48}“中国之前途与国民责任”，载《国风报》，第2年，第7号，第28页。转引自张朋

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89～90页。

{49}刘小枫：“儒家革命远流考”，载氏著：《儒家与民族国家》，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达到目的，因而有燃放爆竹庆祝之举，立宪派无形中被分化为二{51}。

    至此立宪派分裂，原来一部分立宪派人士走向激进的革命，许多反对革命

的立宪派人士开始同情革命。由此，不难理解许多立宪派人士，在辛亥革命中

都与革命派是合作的。

    武昌起义后，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坚定的立宪派也对清廷极度失望。

1911年11月，立宪派领袖张謇宣布放弃立宪主义，转向拥护共和。{52}张謇的
行为可说宣示了民间对君主立宪的彻底放弃。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的立宪

派人士都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士绅，所以他们的转变就是君

主立宪的灭亡。梁启超曾在督促政府开国会的文章《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中

说如不接纳其建议，不出数年，“民变兵变”必起，“宣统八年召开国会为将来历

史上必无之事。”{53}梁任公不幸言中。

    清廷确实对立宪缺乏长足而有效的措施，只不过是在敷衍中缓步前进。改

革是需要时间的，实质的改革不仅可以赢得时间，而且可以遏制革命风潮的发

展；但如果改革不力，没有赢得民众的认可，革命也许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立

宪改革就当然的失去了机会。辛亥年武昌革命的枪声打响，各省纷纷宣布独

立，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土崩瓦解，晚清的立宪运动也就画上了休止符。

    四、国家与社会的矛盾

    从戊戌维新开始，维新派的报刊就在民间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人都是在

读到维新派的文章后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都广

泛流传。“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便成了当时一颗闪耀的舆论明星，经他创办

和担任主笔、主编的报刊在10种以上，与他有关系的报刊在50种以上。他所

办报刊，久负盛名，如《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54}这些报刊所刊

登的多是鼓吹民权、传播新思想的文章。

{51}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61页。

{52}同上注，第170～174页；荆知仁书，第155～157页；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

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4页。

{53}转引自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41页。

{54}徐松荣：《维新派与近代报刊》，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到晚清立宪时期，报刊比戊戌时期更发达。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更是

一个展示新思想交锋的过程。立宪派的宣传，一方面基于开民智，另一方面则

在于为君主立宪的可行性进行论证；而革命派则基于种族冲突论证推翻清王朝

的必要性，对民权思想也多有提倡。两派的基本思想都是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

想。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宣传，民众对民权、个体的独立

也都有认识，民众中对传统型的清廷统治之合法性也产生了怀疑。

    从1840年后，面对国族的危难，随着社会契约论等思想的传播，知识分子

和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和国家政治的运行，倾注了空前的热情。这些宣传、辩论，

是对整个社会的一个启蒙过程，知识分子和民众（甚至官僚）的权利意识不断增

强。新法律的颁布也为权利意识提供了法律的依据。所以在以后的请开国会

请愿运动中出现了“不开国会不纳税”的提法。{55}

    在另外一方面，清廷在1905年废除科举，新的学校制度有没有能很快建

立，“这样出现了大批既无法进入新式学堂，又无法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无根

人’。”{56}这些人在个人情绪失落的同时，对清廷也有着强烈的不满。在立宪后

期，大量接受新思想的赴日留学生回国，这些人或成为政府公务员直接参与宪

政改革，或成为民权思想、革命思想宣传鼓吹健将，甚至直接参与革命。{57}这都

引起了社会结构和思想的巨大变迁。社会的变迁使传统社会的约束规范失去

作用，但新的规范体系又建立不起来。在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中，革命的受众

面比改良要广。

    从1910年开始的3次敦促清廷开国会的请愿运动，更是全国性的政治动

员。{58}1909年，来自16省的55名谘议局代表齐聚上海，商讨促请政府速开国
会之道，其中有议长、副议长、议员，及次年人资政院的民选议员。他们推举出

{55}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61页；亦参见侯宜杰

书，第283～384页。

{56}萧功秦书，第233页。

{57}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宪政改革”，载《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

{58}关于这三次请愿，参荆知仁书，第四章第二节；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

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四章。特别是第52～53页，第55～56页，第59～60页；侯

宜杰书，第八章。



33位代表赴京请愿。第一次请愿失败后，组织者认为组织太小，必须扩大规模

才会有效果。第二次请愿，成立“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将谘议局代表们一半

留京办事，另一半回省组织分会。各省必须多派代表参加，以壮声势。除了谘

议局联合会以外，教育会、商会等民间团体与政治团体、地方士绅、海外华侨等

都派代表参加，他们的请愿书分10起上陈。第三次请愿，在主张多派代表参加

请愿之外，还组织群众参加签名，上书团体亦有10起之多。这种全国性的动员

运动，不仅参加人数众多，还被当时的报刊大肆报道。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

对立宪政治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同时对清廷的拖延与敷衍也有了进一步认识。

日本人经营的《顺天时报》评论说：请愿运动，“少数人唤起[了]多数人之政治

意识。”{59}

    社会分化、权利意识增长和大量可动员的社会无业人员，这些都是社会运

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60}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思想的变革，必然要求清王朝

在统治的策略上进行改变，但清廷王朝的统治并未能做出转变以适应和吸收社

会的变迁。

    根据亨廷顿的社会变革理论，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如果“社会动员和政治

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结果必然

发生政治动乱和骚乱”，{61}二者速率的差距越大，产生革命的机会越大。清廷

必须拿出有力度的改革措施，使政治制度化赶上社会的变革。但清廷并没有及

时这样做。吸纳民间参与的谘议局，大多数不过成了摆设，致使许多认同于清

廷的谘议局议员最后都转向了革命。{62}

    这种空前的社会动员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此前，民众经过百日维

新的启蒙，致使中国社会产生了大规模的变迁。开国会的请愿运动更是全国性

的政治动员，而清廷的反应却十分迟钝。但社会的变迁不可能短时间倒退，民

众在政治动员中的启蒙不可能失去。国家不能应对，必然产生变革。清廷无法

妥善处理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不能将社会的变迁制度化，所以革命出现，

打断立宪是必然。

{59}转引自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56页。

{60}赵鼎新书，第二章。

{61}亨廷顿书，第4页；亦参见同上注，第31页。

{62}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70页。



    尾 论

    作为政治转型的立宪，通常是从不受限制的专制统治或者威权统治向受限

制民主宪政制的转变。这个转型的过程往往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 如果转

型不成功，可能导致现有政治体制的崩溃，而产生政府的重组— 在中国就是

改朝换代，从而就没有机会去完成君主立宪。正如亨廷顿所言：“必须先存在权

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63}
    建立宪政秩序，是对政治权威限制的过程。立宪不是革命，是政治受制于

统一的规范，用法律制约权力的恣唯，用制度限制政治的过度。这个过程需要

一个相对安静的政治环境。但在宪政转型的过程中，政治体制崩溃会扼杀所有

立宪的有利时机。清王朝灭亡后，地方群雄四起，中国已经成了争夺政治权力

和政权的角斗场，再想搞立宪已经不可能。

    宪政的生成还要有相应的宪政文化、政治经济基础和国际环境。说的更直

白一点，就是公民文化、经济发展。清王朝的立宪处在中国传统社会解体的思

想文化交错时期，传统的皇权思想仍深入人心。{64}民众虽有了一定的权利意

识，但大多数民众仍是不能温饱的文盲，他们还是臣民而不是公民，就是一些天

天鼓吹宪政的文人志士对真正宪政的实现后会怎样，也心中渺茫。因此强人政

治比宪政似乎更有市场。清王朝的经济状况亦不容乐观，立宪的物质基础并不

具备。另外，当时的西方社会处于资本主积累的后期，立宪没有一个良好的国

际环境，反倒是国际上的专制主义思想影响了清廷立宪中一些行动。就是到民

国时期，还有专制和独裁的辩论。

    再者，中国当时尚处于王朝政治的末期，对清廷所引进的君主立宪制来说，

{63}亨廷顿书，第6页。

{64}余英时先生曾言：“民国以来，皇帝制度已经从历史上消失了，但是无形的精神上

的‘君统’是不是也一去不复返了呢？⋯⋯至少从形式上看，废除中书省、打乱行政系统之类

的君权仍然存在。相信君权的绝对性，也许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发生一种暗示作用，使人相

信权力集中在一个具有charisma的领袖之手是最有效率的现代化途径。”载氏著：《中国思

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它实质上是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 ){65}基础上的产物，以上各种矛盾

都是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矛盾。如果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

解决了这些问题，那么一个相对安定的政治秩序和有认同感的社会，将是立宪

不可或缺的良机。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

    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法律共同体”，{66}宪政是其高级阶段。晚清时期清
廷尚未完成根本的立法，更不用说法治。在大变局时代，传统的社会规范失去

作用，没有基本的法治，也没有共同政治认同和精神认同。人们普遍不认同现

有政体，都不按规则办事，最大的规则宪法怎么会运转生效？当时的仁人志士

想通过立宪一次性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和现代政制的生成，无异于想一口吃成

胖子。

    再次，传统中国是一直“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67}也没有按规则办事的法

治传统，宪政基于生成的法治观念、契约观念都很薄弱。不用说清廷的官僚，就

是当时的许多新知识分子和立宪派，也只是把立宪作为解决中国政治危机的手

段，对宪政本身所蕴涵的各种超越价值也缺乏认识和追求。
    但晚清对宪政的追求确为我中华民族宪政大业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这是中国宪政的一次有意义的“试水”。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我中华民族要走出

“历史三峡”，宪政必是归宿。对于宪政，正如胡适所言：“学游泳的人必须先下

水，学弹琴的人必须先有琴弹。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68}所以以上文化之

{65}关于“民族国家”参见［英]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314～316页。

{66}许章润：“论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法律共同体”，载《历史法学》（第一卷），法律出

版社2008年版。

{67}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4页、第

201～201页、第245页。

{68}胡适：“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胡适文集》（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版，第638页；类似的观点亦可见萧公权：“宪政的条件”，载氏著：《宪政与民主》，清华大学出

版社2006年版，第25～28页。



类的问题并不是阻碍宪政的根本因素。{69}宪政文化和制度会相互作用，如果有

一个安定的环境，制度先行才能带动文化的变迁，文化的变迁更会促进和要求

制度变革。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起来以后，中国的宪政不在于能否实行，而在于

是否真诚的实行。让宪法运转起来，就是中国宪政的开始。

                  The immanent contradic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in late Qing Dynasty

    Abstract:

    The paper based on the summarize and analysis of Reform measures，Social

Thoughts，non-governmental mobilization in 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in late

Qing Dynasty，show the insoluble“immanent contradiction” in this movement.

Although it is inevitable to meet these contradictions when a nation-state in build-

ing，the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attempt to reform the political system to the

supreme type of governance of nation-state，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Hence，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is sure to fail.

    Key words：

    Constitutionalism;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in late Qing Dynasty；Revolu-tion；Nation-state

                                                  （责任编辑：化国宇）

{69}这也是本文不论来自西方的宪政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的原因。文化和传统文

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宪政的文化也可以不断养成。如果其他制度条件具备，宪政文化

的形成并不是难事，文化不是难以解决的根本矛盾。从清末立宪运动被提出来，到清王朝倒

台，其实在知识人民众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宪政文化萌芽，这就是民国北洋政府各个上台都

要修宪以为自己的统治找到法律依据的原因。


